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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村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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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庄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落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解析村庄系统演进

生命周期规律的基础上，系统集成村庄点位、地理环境、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社会经济等多源

数据，综合运用缓冲区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Ripley's K函数等方法，刻画了中国

村庄空间分布特征，识别了村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揭示了中国村庄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

表明：① 村庄的演进遵循形成、发展、稳定、衰退与振兴的“生命周期”规律，其演进受自然地理

环境和人文社会经济要素共同影响，不同地区村庄演进的速度、强度、方向和结果各异。② 中

国村庄分布密度为0.35个/km2，整体上呈现“南多北少、南聚北散”、“东多西少、东聚西散”的特

征，以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等地区村庄分布最为密集。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半壁村庄密

度显著高于西北半壁。③ 全国省、县、乡级尺度上村庄核密度值的莫兰指数分别为0.58、0.86、

0.91，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各省内村庄空间分布呈倒“U”型分布模式，不同省份村庄空间

分布模式差异明显。④ 中国村庄分布格局是地理环境、区位条件、社会经济要素交互耦合作用

的结果。在坡度 6°~8°、海拔 0~200 m、降雨量 1100~1200 mm、年均温 15~19 ℃、人为土和栽培

植被等条件下村庄分布较为集聚，且村庄沿道路与河流聚集分布特征明显，在沿道路和河流

100~300 m缓冲区内村庄密度最大，随缓冲距离增加村庄密度逐渐降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亟待系统开展乡村衰退成因与动力机制解析、衰退乡村地理空间识别与地域类型划

分、乡村振兴可行途径与地域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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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村庄通常是指乡村地区的自然村落，是乡村地区最普遍的空间表征和最基本的组织
单元[1-2]。长期以来，自发组织和演化形成的自然村落在空间承载着中国乡土文化的精
髓。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乡发展格局正经历重大的转型过程，村庄
的空间形态、分布格局、发展规模也在快速演化，村庄建设无序化、资源利用低效化、
村庄空心化、乡村贫困化等“乡村病”问题日益凸显[3]。更为重要的是，快速城镇化过程
中，中国部分村庄在不断走向凋敝甚至消亡，严重制约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区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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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村庄是乡村治理的对象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系统研究村庄空间分布格
局、影响因素、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是有效解决“乡村病”、指导村庄发展规划和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亦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落地的重要抓手。

乡村聚落是聚落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对象[1]。国外对乡村聚落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中叶，德国地理学家Kohl在《人类交通居住与地形的关系》一书中系统论述了人口
集中与聚落地理位置的关系，开辟了聚落地理研究的先河[4]。1891年地理环境决定论的
代表人物Eratzel阐述了聚落分布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5]。1933年Christaller提出了“中心
地理论”学说，实现了乡村聚落研究的理论突破[6-7]。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促使聚落
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研究走向定量化和模式化阶段，其间众多学者关注聚落形态、人居
环境、乡村发展规划等，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8-10]。显而易见，国外对乡村聚落的研究主
要体现在乡村聚落生态[11]、聚落空间形态[12]、聚落景观[13-14]等方面。相较而言，国内对乡
村聚落的研究起步较晚，林超先生于1938年撰写的《聚落分类之讨论》，指出乡村聚落
与土地密切相关[15]。1950年吴传钧先生定量划分了聚落等级，提出了“市镇度”概念[16]。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乡村聚落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金其铭
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相继出版了《农村聚落地理》和《中国农村聚落地理》等著作，系
统论述了聚落地理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及典型地区农村聚落的形成、演化及分异特征[17]。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3S”技术和数理模型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乡村聚落的跨学
科交叉研究。进入21世纪，国内学者对乡村聚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村庄用地结构与功能
[18-19]、村庄空间演变及其作用机理[20-21]、村庄居民点整理模式[22-24]、村庄空心化及其综合整
治[25-27]和村庄生态景观格局[28-29]等，积累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乡村聚落研究侧重于中、微
观尺度[30-35]，且多数以定性分析为主[36-43]，但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对全国村庄分布格
局、分异规律及其形成机理的系统性研究相对不足。村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产生的、相对独立的、具有特定的经济、社会和自然景观特点的地区综合体[44]。面向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深入开展全国村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其形成机理，对于
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最突出体现在乡村[45]。自1978年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82.08%降至2019年的39.40%，城镇
化率由 17.92%增加到 60.60%。照此速度，到 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可能超过 70%，届时
全国人口可能接近15亿的峰值，意味着中国仍有4亿多人生活在农村。村庄仍是农村人
口聚居和生活的场所，其空间组织和形态会随着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而更加优化。村庄
的形成、发展、衰退和消亡有其自然、区位、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在现代城乡融
合和乡村振兴背景下，亟需系统开展中国村庄分布格局与形成机理研究，深化乡村地域
系统理论认知。本文以全国 340余万个自然村庄为研究对象，集成地貌、气象、水系、
土壤、交通、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综合运用缓冲区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
分析、Ripley's K函数分析等研究方法，开展中国村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分异规律研究，
探明村庄分布影响因素，以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落地，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与
乡村治理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2 理论基础

2.1 乡村地域系统与村庄系统
村庄，又称“村落”“农村聚落”，是农村人口集中居住形成的聚落[1-2]。乡村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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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建成区之外的广大乡土地域[46]。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下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乡村空间体系，是一个由
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等组成的地域多体系统[46]。乡村地
域系统包含乡村地域内核系统和外援系统[3]。村庄是乡村地域系统主要的空间形态和居业
协同状况的集中表现形式，村庄系统是乡村地域内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庄系统演
进受乡村地域内核系统推力和外援系统拉力的共同驱动，由于功能的不同而表征为特色
村、中心村、空心村、贫困村等不同类型[46]。村庄系统的演化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
区位条件、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文化习俗、区域政策、历史背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其中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村庄系统发展演化的主导驱动力。
2.2 村庄系统演化生命周期规律

村庄系统的演化通常会经历一个形成、发展、稳定、衰退、振兴或衰亡的“生命周
期”过程。村庄的形成及演化受自然环境要素（地形、地貌、土壤、气候、水文、植被
等）和人文社会经济要素（人口、经济、战争、城镇化等）的共同影响[5, 17, 21, 42, 26]。对于
资源禀赋状况较好、地理区位优越和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村庄会朝着可持续或良性方
向发展，村庄在不断发展中壮大，当村庄系统内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配置达到最优
时，村庄的结构和功能达到相对稳定状态。相反，资源条件相对较差，发展基础较为薄
弱的地区，受外界的冲击或影响，村庄会逐渐走向凋敝、衰落甚至消亡。村庄衰落是乡
村地域系统衰退的外在表现，是城市对乡村地域系统的拉力和乡村地域系统自我推力综
合作用的结果[3, 27]。改革开发以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中国村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影响[26]。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一些地区人口大量流失、农业产业边缘化、乡村经济
衰退、宅基地空废，导致村庄严重空心化。村庄空心化是村庄演化过程中的一种不良过
程，是城乡转型发展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27]。
2.3 城乡融合系统与城乡有机体

城乡融合系统是由城镇地域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相互交叉、渗透、融合而成的一个
城乡交错系统[46]，主要包含地域、市域、县域“三域”层次，它们通过城乡基础网相联
通、相融合，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格局，以及城市—城镇—中心村（社区）—自然村空
间体系。城乡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两者都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46-48]。村庄衰退是
制约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障碍因素。面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针对当前中国“城进村衰”、农村空心化和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我国提出并
实施了乡村振兴国家战略[48]。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是乡村地域系统要
素重组、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系统性过程[3, 48]。村庄是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单
元，是一定县域“城—镇—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成为城乡融
合发展的基本关系和主要方式。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实施政策、技术、市场和
资金等要素的干预或投入措施，促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尤其
是促进衰退村庄的转型发展和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最终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
乡等值化[49-50]。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缓冲区分析 缓冲区（Buffer）分析是地统计学方法中最基本的空间分析方法之
一，是解决空间邻近性问题并揭示地理要素影响范围和影响机理的空间操作工具。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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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理是基于特定的点、线、面等地图要素，以其为中心并在周围建立一定数量和宽度
的缓冲带，使得矢量要素在二维空间上得以扩展，结合目标要素叠加分析以揭示不同地
理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在ArcGIS软件中利用缓冲区分析工具对河流和道路要素
设定缓冲距离建立不同缓冲距离下的缓冲带，形成不同等级的河流和道路缓冲区多边形
实体，叠加全国村庄点位进行分区统计，得到不同缓冲距离下缓冲带上的村庄密度，定
量揭示不同河流和道路等级下中国村庄空间分布规律。
3.1.2 核密度估计分析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是基于研究对象本身对
未知密度函数进行非参数估计的空间分析方法，与传统的点密度估计方法相比，核密度
估计结果具有更高的连续性[51]。计算公式如下：

F(x) = 1
nh∑i = 1

n

k{ }x - xi

h
（1）

式中：F(x)为估值点 x 处的核密度估计值；k 表示核函数； x - xi 表示估值点到 xi 的距

离，h为带宽，n为带宽范围内点的数目。本文采用ArcGIS平台的核密度估计工具测算
全国省级和县级尺度下村庄的核密度值，刻画不同空度尺度下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
3.1.3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是通过空间
自相关指数来反映自然或社会要素在空间上的关联程度，揭示其空间分布规律的一种空
间统计方法[52]。计算公式为：

Global Moran's I =
∑

i

n ∑
j ≠ i

n

wij( )xi - x̄ ( )xj - x̄

S2∑
i

n ∑
j ≠ i

n

wij

（2）

式中：n为不同行政区划等级下村庄的数量；s2为不同行政区等级内村庄核密度值的方
差；xi、xj分别为行政区 i、j内村庄核密度值； x̄ 为表示村庄核密度值的均值；wij为空间
权重矩阵，本文使用反距离权重标准。Moran's I取值范围为[-1, 1]，大于0为正相关，小
于0为负相关，等于0表示随机分布。
3.1.4 Ripley's K函数 Ripley's K函数（Ripley's K Function）也称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
是用来分析多尺度点状要素空间格局的工具，其统计量可以揭示不同空间观测尺度下点
状要素分布的特定模式[53]。计算公式如下：

K(d) = A∑
i

n ∑
j, j ≠ i

n kij(d)

n2

æ

è
çç

ö

ø
÷÷i, j = 1, 2, …, n ; kij(d) =

ì
í
î

1, dij ≤ d
0, dij > d

（3）

式中：d为距离尺度；A为研究区域面积；n为村庄个数；dij为两个村庄 i与 j之间的距
离； kij(d) 为要素权重函数。为使统计结果线性化并保持方差稳定，对K(d)开方进行线性

变换，用L(d)代替K(d)，其公式为：

L(d) =
K(d)
π

- d （4）

在随机分布的假设下，L(d)的期望值等于0；当L(d)＞0时，表示村庄呈现聚集分布
趋势；当L(d)＜0时，表示村庄呈分散分布。本文通过对全国不同省域内村庄点状要素进
行Ripley's K函数分析，得到不同空间尺度下村庄空间分布特征。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国340余万个自然村点位（不含港澳台地区）、各级行政单
元边界、河流水系和交通路网等矢量数据，以及反映村庄地形、气候、土壤、植被、人
口、经济发展等自然和人文经济特征的栅格数据。其中，村庄点位数据源自《中国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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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012 年） [45]，该数据主要通过百度地图获取，其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15年）公布的村庄数量（264.5万）有出入，这与中国自然村庄的消亡有关，但目前
难以获取自然村庄的最新点位，统计上村庄数量减少不代表村庄点位会消失，故采用该
数据分析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省、县级行政区边界数据是基于国
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 1698号的标准地图通过
矢量化得到。乡（镇）级行政区边界、水系和交通数据来自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geodata.cn），从水系和交通数据中提取国家一级、二级、三级河流矢量边界
以及国家铁路、高速路、国道等交通干线数据，通过构建不同尺度的缓冲区并采用统计
工具得到村庄点状要素在河流和道路周边的空间分布特征。坡度和高程数据来源于中国
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气温、降雨
量、植被类型、土壤类型、人口、GDP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
心，空间分辨率为 1 km，其中气温和降雨量是基于 2015年全国 2400多个气象站点观测
数据空间处理插值生成（http://www.resdc.cn）；植被类型空间分布数据来源于《中国 1∶
100万植被图》（2008年）；土壤类型和土壤质地数据根据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于1995年
编制并出版的《中国1∶100万土壤图》数字化生成；人口和GDP来自2015年的中国人口
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集和中国GDP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集。本文还分析了全国村庄
分布区域特征，包括南北方地区、东中西经济带、九大流域区和15个现代农业一级区，
其中南北方、东中西地区的划分标准参考已有研究[54]，现代农业区参考2018年刘彦随等
研制的中国现代农业区划方案[55]。

4 结果分析

4.1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规律
4.1.1 总体分布规律 由于受区域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中国村
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呈现出4个明显的聚集区，核心—边缘状分布格
局明显（图1）。全国村庄密度为0.35个/km2，其中安徽省的村庄密度最高（1.59个/km2），
重庆、江苏、贵州、河南、江西、浙江等省份的村庄密度也较高（大于1个/km2），而青
海、新疆、西藏、内蒙古、天津、黑龙江等6个省（市、区）内村庄密度相对较低（不
足0.10个/km2）。县域尺度上，全国有1252个村庄的核密度值低于0.50个/km2，占全国县
域单元的 43.75%；404个县域单元的村庄核密度值超过 1.50个/km2，占 14.12%，这些村
庄集中分布鄂豫皖交接片区、长株潭片区、川渝黔交接片区、川秦交接片区（图1）。以

“胡焕庸线”为界，其两侧村庄分布的聚集程度差异悬殊，“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村庄数
量占全国的90.63%，村庄密度为0.75个/km²，以西地区村庄数量仅占全国的9.37%，村庄
密度仅为0.06个/km²，“胡焕庸线”线东南半壁区域村庄密度显著高于西北部地区（图2）。
4.1.2 区域分布规律

（1）南北村庄分布规律①。中国村庄在南方地区的分布多且较为聚集，南方地区村庄

数量占全国村庄数量的 66.11%，村庄密度（村庄数量/对应区域面积，下同）达到 0.60
个/km2。北方地区的村庄分布少、较分散，村庄数量占比为33.89%，村庄密度仅为0.19
个/km2。从南北分布格局看，中国村庄空间格局总体上呈现“南多北少、南聚北散”的
分布规律（图2）。

① 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南

方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省、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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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大经济带村庄分布规律②。
在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上，村
庄数量和村庄密度均有显著差异。从
分布密度看，东、中部地区村庄分布
聚集程度较高，村庄密度分别为 0.69
个/km2 和 0.78 个/km2；西部地区村庄
分布较分散，村庄密度仅为 0.19 个/
km2。从分布数量上看，东、中、西部
地区村庄数量分别占全国村庄数量的
21.98%、39.34%、38.68%。可见，全
国村庄数量占比自东向西呈现地带性
递减规律，具有“西少东多、东聚西
散”的差异特征（图2）。

（3）中国现代农业区村庄分布特
征。根据刘彦随等2018年研制的中国
现代农业区划方案[51]，中国分为 15个
农业一级区，52个农业二级区，除海
洋农业区以外的14个农业一级区内村
庄空间分布结果如图3a所示。中国村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区聚集程度最高，村庄密度达
到1.59个/km²。其次是四川盆地区、黄淮平原区、江南丘陵区和东南沿海丘陵区，这些
地区资源禀赋条件较好，地理区位、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适合人口聚居，村庄密度
相对较高。甘新沙漠高原区、青藏高原区、东北山地丘陵区、内蒙古高原区等地区自然
环境较恶劣，农业生产限制性因素比较多，不利于农业生产和人口大规模聚集，因此村
庄数量相对较少，密集程度不高。

（4）中国九大流域片村庄分布特征。图 3b揭示了在九大流域片村庄空间分布特征。

②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香港、澳门、台湾；中部地区包括山

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698号

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2 不同地理分区下中国村庄的核密度分布
Fig. 2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villages under

different geographic divisions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698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1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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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庄聚集程度上看，淮河流域片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村庄密度最高，达1.17个/km2；
长江流域、东南诸河以及珠江流域等区域内村庄密度相对较高，分别为0.96个/km2、0.91
个/km2、0.74个/km2。受资源环境承载力制约、生态环境脆弱，虽然黄河流域村庄分布有
一定规模，但村庄聚集程度不高。
4.2 中国村庄空间集聚特征
4.2.1 村庄分布空间集聚特征 在GeoDa软件平台中采用莫兰指数（Moran's I）分别对
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单元的村庄核密度值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图 4 显示了
省、县、乡三级尺度上村庄核密度值的Moran散点图，其中第一象限（高—高型聚类）
和第三象限（低—低型聚类）表示村庄核密度值呈现正相关关系，第二象限（低—高型
异常）第四象限（低—高型异常）表示村庄核密度值呈现负相关关系。从Moran指数散
点图可以看出，大多数散点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仅少部分村庄落在第二和第四象
限，且省、县、乡级尺度上村庄核密度值的Moran指数分别为0.58、0.86、0.91，表示不
同空间尺度上全国村庄分布趋于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的空间正相关。从省级到县级再到
乡镇尺度上，随着空间尺度逐渐降低，村庄核密度值的Moran指数不断增大，表明村庄
聚集程度随空间尺度下降逐渐增加，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增强。
4.2.2 不同尺度下村庄集聚特征 本文运用Ripley's K函数进一步解析中国村庄在不同尺
度范围内的分布特征。由于各省范围内村庄之间的距离及其L(d)值差异明显，为了更好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698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3 中国现代农业区和九大流域片村庄密度
Fig. 3 Village density in modern agricultural divisions and nine drainage basins in China

图4 不同空间尺度下村庄核密度值的Moran指数散点图
Fig. 4 Scatter diagram of Moran index of village kernel density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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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比较不同省域范围内的村庄聚集程度，本文采用不同空间观测尺度与最大空间观测尺
度的比值为横坐标，以省域范围内各观测尺度下的L(d)值与最大L(d)值的比值为纵坐标
绘制各省不同空间观测尺度下的L(d)分布图。结果显示，在观测距离范围内，各省村庄
空间分布的L(d)值绝大多数大于置信区间的上限，且在95%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
验，表明各省村庄分布在不同空间尺度范围内呈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图5）。

总体来看，中国各省内村庄空间分布呈倒“U”型形态，村庄分布在省域范围内出
现集聚峰值的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全
国各省内村庄最大 L(d)值对应的空间
距离d分别为：内蒙古（384 km）、黑
龙江（335 km）、四川（261 km）、西
藏（245 km）、新疆（230 km）、吉林
（204 km）、云南 （186 km）、青海
（168 km）、湖南 （150 km）、安徽
（128 km）、河北 （126 km）、陕西
（126 km）、湖北 （124.7 km）、广西
（124 km）、山东 （119 km）、山西
（118 km）、 贵 州 （116 km）、 河 南
（114 km）、江西 （106 km）、辽宁
（106 km）、广东 （103 km）、江苏
（100 km）、浙江（94 km）、重庆（86
km）、 福 建 （66 km）、 宁 夏 （62
km）、 海 南 （46 km）、 北 京 （45
km）、天津（25 km）、上海（19 km）。

从L(d)曲线变化趋势来看，各省L
(d)函数值均表现为随空间距离的增加
呈现先增后减趋势。从 L(d)值峰值对
应的空间距离来看，超过一半省份的
L(d)曲线峰值对应的空间距离在其最
大观测距离的50%~70%这一空间尺度
范围内。湖南、四川两省内村庄出现
集聚特征峰值的空间观测尺度占其省
域范围内最大观测尺度的比值最大，
分别为最大观测距离的 90%和 87%，
说明湖南、四川两省内村庄在较大的
空间观测尺度上集聚程度更加明显。
同时，北京、云南、吉林、黑龙江、
安徽等地 L(d)曲线出现峰值也都在最
大空间观测尺度的 70%以上，表明这
些省份内村庄在较大的空间观测尺度
范围内也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然而，天津、广东、福建、新疆、陕
西、内蒙古、西藏等地区村庄 L(d)曲

图5 中国各省内村庄分布的Ripley's K函数分析结果
Fig. 5 Ripley's K function of village distribution in Chinese

province-level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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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出现峰值相对较早，峰值对应的观测距离不足其最大空间观测尺度的50%，表明这些
地区的村庄分布相对较为分散，特别是天津和广东两地村庄L(d)值在较大空间观测尺度
下甚至低于随机分布的最大值；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幅员辽阔，且村庄数量相对较
少、村庄分布较为分散，而广东、天津两地区位条件较好，村庄多集中分布在河流、交
通干线和乡镇周边，在较大区位选择下集聚特征也并明显。
4.3 不同因素影响下村庄空间分布规律

村庄是特定地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人”和“地”两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演化形成产物，其形成和分布受地理环境（地形、气候、降水、土壤、植被等）、区位
条件、人文社会因素（人口、经济、战争、传统文化）的共同影响。地理环境因素中，
地形地貌对村庄的形成、分布、规模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4.3.1 地形地貌 地形是影响土地利用方式和村庄分布的重要因子。作为土地资源固有的
两个环境因子，坡度和高程的区域差异综合反映地形条件对区域内水、气、热等资源要
素的再分配作用，通过改变土地的生产力影响农村土地利用的方式和村庄居民点的分布
格局。全国村庄数量和密度随地形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分异特征。基于对不同地形条件下
村庄数量和村庄密度的统计结果表明，在坡度2°以下范围内村庄数量最多，占全国村庄
总数的35.5% （图6a）。随着坡度增加村庄数量不断减少，当坡度超过35°后村庄数量的
占比趋于平稳。依据国际地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的坡度划
分标准，坡度35°被作为陡坡和峭坡的分界点；当坡度超过35°后，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
会受到极大限制，不利于聚居，村庄数量较少，密度不高；在坡度6°~8°时全国村庄密度
达到最大值，之后随坡度增加，村庄密度逐渐减小。

与坡度基本一致，中国村庄分布呈现随海拔高度增加而减少的趋势。统计结果表
明，全国村庄数量和密度在海拔0~200 m的区域内最高或最大（图6b）。平原区海拔一般
在200 m以下，区域内宽阔平坦，是全国主要的乡村聚落区。全国近一半村庄分布在平
原区，且村庄密度接近1个/km²。村庄密度在海拔高度1000~1200 m处出现一个极小值，
在海拔1800~2000 m处出现一个极大值，表明在海拔1000 m左右的高原地区村庄分布较
周边地区更为分散，在海拔2000 m左右村庄分布较周边区域更为聚集。这与中国地形三
级阶梯状分布的相关，第一级阶梯海拔在 4000 m以上，以高原为主，村庄分布较为分
散；第二级阶梯以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准噶尔盆地、塔里木
盆地为主，海拔高度在1000~2000 m之间，部分地区特别是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地区地
形起伏度较大，不利于人口聚居，村庄相对较为分散；第三级阶梯以平原和丘陵为主，
地形起伏度较小，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地理区位较好，村庄集聚程度较高。
4.3.2 气候条件 农业生产与区域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气温变化和降水量多寡是定量反映
某地区气候特征的主要指标。温度是控制地表及土地资源利用的各种物理、化学、生物
过程的关键指标，是农业生产中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必要条件。降水对农业来说同样至关
重要，是土壤水分和作物需水量的主要来源。农业发展严重依赖水、热资源，降雨量和
温度则是反映水热条件的重要指标，很大程度上影响村庄的自然集聚和再分布。适宜的
气候条件是乡村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的必备条件，气温和降雨量的变化往往影响到乡村居
民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舒适程度。

不同温度和降水条件下全国村庄数量和密度均存在显著差异（图6c、6d）。统计结果
显示，年降雨量在 1100~1200 mm之间的湿润地区全国村庄数量最多，占全国村庄数量
的8.56%。除极度干旱和湿润地区外，不同降水条件下村庄数量均占全国村庄数量的1%
以上，村庄数量随年降雨量变化有差异但不显著。中国年降雨量高于800 mm为湿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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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c中村庄密度分布在800 mm左右显著增大，年降雨量低于700 mm的地区村庄密度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0.35个/km2），在湿润地区村庄密度普遍高于0.60个/km2。由图6d可知，
村庄数量和村庄密度随年均温变化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区域年均温在15~19 ℃ 时村庄数
量和村庄密度显著高于其他区域，这些区域村庄数量累计占比达到53.44%，村庄密度均
高于1个/km2，表明中国村庄在年均温为15~19 ℃的地区分布广泛，且分布较为聚集。
4.3.3 土壤类型 土壤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土壤类型分布具有鲜
明的地带性和区域性特征，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下土壤具有不同的理化性质。土地生产力
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特性，土壤类型不同，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和适合发展的产
业不同，村庄分布格局也有所变化。由表1可知，根据传统的“土壤发生系统”确定的
12个土纲条件下中国村庄分布有显著差异。土壤类型为铁铝土的地区村庄分布最广泛，
村庄数量占村庄总数的 25.77%，村庄密度约为 0.78 个/km2。在人为土、初育土、淋溶
土、半水成土等土壤类型的地区，由于适宜的土壤提供了农业种植的基本条件，村庄也
都占据一定规模。从村庄聚集程度来看，干旱土、水成土、盐碱土和高山土等土壤类型
分布区由于土壤天然能力和适耕性的限制，村庄分布较为稀疏，村庄密度低于 0.05个/
km2。在人为土的土壤类型区域，村庄密度为1.56个/km2，远远高于其他土壤类型区，表
明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着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类型，而土壤类型和理化性质反过
来影响村庄分布。
4.3.4 植被类型 受水、土、气、热等因素影响，中国植被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分异规
律。根据《中国1∶100万植被图》（2008年），中国植被类型包含针叶林、高山植被、栽
培植被、针阔叶混交林、阔叶林、灌丛、荒漠、草原、草丛、草甸、沼泽等11个植被类
型组。不同植被类型组下村庄空间分布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全国超过一半
的村庄分布在栽培植被类型区，且该区域内村庄密度也高于其他植被类型区，村庄密度

图6 不同地形和气候条件下中国村庄分布
Fig. 6 Village distribution in China under different terrains and climat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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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0.90个/km²，表明人类活动对地区植被分布有较大的改造作用。在灌丛、针叶林等
植被类型区的村庄也相对较为广泛，两种植被类型区内村庄数量分别占全国的14.13%和
14.08%，村庄密度分别为 0.53 个/km²和 0.59 个/km²。在植被类型为针阔叶混交林、荒
漠、草原、草甸、沼泽、高山植被的地区，村庄数量较少，分布较为分散，即只有少数
村庄分布在这些植被类型区内，村庄聚集程度不高，意味着这些地区不适宜农作物生
长，农业发展受限，村庄分布较为分散。
4.3.5 水文条件 河流是聚落形成的关键要素，村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结构决定了农业生
产对水源的依赖性。为减少生产半径，节约劳动成本，村庄多呈镶嵌分布在生产地周
围，导致了村庄沿河流分布。在农业社会，大型流域周边往往能够形成密集的村庄，除
了与生产结构相关，便利的航运条件带来的地区人口和物资流动也是影响村庄形成与分
布的重要因素。

本文通过对不同等级河流分别以500 m为等间距进行20级缓冲区分析，形成缓冲区
矢量实体，并据此统计不同河流缓冲内村庄的分布密度（图7a）。由图7a可知，在10 km
缓冲区内，不同等级河流周边村庄密度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村庄密度：三级河流>二级
河流>一级河流，且随着缓冲半径的增加，村庄密度逐渐降低。村庄密度在2 km缓冲区
内变化显著，一级河流周边0.5~1.0 km、二级和三级河流周边0~0.5 km缓冲区内村庄分
布密度最高。当缓冲区半径超过 2 km时，村庄密度虽有小幅度降低但曲线总体趋于平
稳。为了更加细致的分析村庄在河流周边的分布状况，本文还建立了100 m等间距20个
缓冲区共2 km的缓冲区实体，形成村庄密度曲线（图7b）。结果显示，不同等级河流周
围村庄密度开始较小，曲线逐渐上升且在200~300 m存在一个极大值，之后逐渐降低并
趋于平缓。这表明在各级河流周边2 km范围内，村庄分布较为分散，在距河流200~300 m
内村庄聚集程度最高，之后随着缓冲距离加大，村庄密度逐渐降低，村庄密度曲线在某
一距离后（一级河流 500 m、二级和三级河流 1000 m）趋于平稳，村庄分布较 0~100 m
范围内也更为聚集。
4.3.6 交通区位 道路是决定地区对外联系的重要因素，影响人口流动、物质流通和信息
传递。在村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交通区位优越的地区逐渐成为地区社会资源的集散
地，更加有利于人口的聚集和村庄的再分布。中国村庄多数分布在大型交通干线周边并
沿交通轴线拓展。交通网络布局会改变村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在农村发展过程中道路

表1 不同土壤和植被类型下中国村庄统计结果
Tab.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Chinese villages under different soil and vegetation types

土纲分类

淋溶土

半淋溶土

钙层土

干旱土

漠土

初育土

半水成土

水成土

盐碱土

人为土

高山土

铁铝土

数量百分比(%)

11.818

5.141

2.152

0.361

0.168

20.513

10.442

0.120

0.306

22.549

0.666

25.766

村庄密度(个/km2)

0.370

0.403

0.122

0.039

0.009

0.421

0.461

0.027

0.060

1.564

0.011

0.776

植被类型

针叶林

针阔叶混交林

阔叶林

灌丛

荒漠

草原

草丛

草甸

沼泽

高山植被

栽培植被

其他

数量百分比(%)

14.078

0.013

5.722

14.126

0.363

1.961

6.082

1.224

0.092

0.006

55.838

0.495

村庄密度(个/km2)

0.591

0.019

0.276

0.531

0.010

0.046

0.686

0.040

0.048

0.001

0.897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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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乡村居民点分布结构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加强了交通
网络与村庄分布之间的联系。

为了揭示道路交通网络周边村庄空间分布规律，本文也分别建立了 500 m和 100 m
等间距的 20级缓冲区，通过空间叠加分析得到不同道路缓冲区内村庄的分布特征（图
7c、7d）。在500 m等间距缓冲区内，0~0.5 km缓冲半径下国道周边村庄密度高于铁路周
边村庄密度。不同类型道路周边 10 km范围内，村庄密度表现为：高速路>铁路>国道。
随着缓冲距离的增加，村庄密度不断降低。同样地，在100 m等间距缓冲区内，村庄密
度在某一范围内达到极大值（高速路和铁路200~300 m，国道100~200 m），在某一距离
（高速路800 m，铁路和国道1100 m）后村庄密度降低的速率变缓。对于高速路和铁路周
边2 km的村庄来说，趋于平缓后的缓冲区内村庄密度较0~100 m范围内高，而国道周边
村庄0~100 m范围内村庄密度比300 m缓冲距离之外的村庄密度都要高。
4.3.7 人口经济 人是乡村地区从事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行为主体。人口的大量聚集和快速
增长，会造成村庄在空间上形成并不断扩散。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长产生新的住房
需求和粮食需求，当原有居民点无法提供足够的用以建设住房的适宜土地或用以生产粮
食的耕地时，村民便寻求新的场所以满足其正常生产生活活动，从而形成新的村庄。相
反，若原有居民点能为村民提供合适的生产生活场所，村庄容纳了更多的人口造成地区
人口密度的增大。由图8a可知，近80%村庄所在地区的人口密度不足500人/ km²，而这
些村庄分布密度也较低，高于0.3个/km²。随着人口密度增大，村庄数量逐步减少，多数
村庄所在地区的人口密度低于 0.4 个/km²。当人口密度在 1000~1500 人/km²这一区间内
时，村庄密度最大，之后随着人口密度不断增大，村庄密度呈下降趋势。

图7 不同河流和道路缓冲区内中国村庄分布统计
Fig. 7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villages in different rivers and road buffer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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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要素是影响中国村庄形成与分布的重要因子。传统农业所依赖的耕地资源

的非集中性和农业劳作半径的有限性造成了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分散性，而当经济发展

到一定水平，农业现代化建设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得到提高，农民的耕作半径随之得到扩

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在其他地区进行村庄选址的可能性。另外，区域发展水平的

提高为乡村住宅建设提供经济支撑，农户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和对住宅区位的选择偏好

使得更多的乡村居民转而选择更好的区位修建住房，从而影响村庄形成和空间分布格

局。通过对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进行村庄点位属性提取和汇总运算得到不同

人口密度条件下村庄数量和村庄密度的变化（图8b）。由图8b可知，在地均GDP低于0.1

亿元/km²的地区，村庄密度远低于其他地区，同时近60%的村庄也分布在这些区域，之

后随着GDP总产值增大村庄数量逐渐减少。在地均GDP高于0.1亿元/km²的条件下，村

庄密度在 0.8~1.4个/km²之间上下波动，在地均GDP为 0.9亿~1.0亿元/km²这一区间内村

庄密度最大。

总体来看，中国村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不同自然地理分区下村庄

分布特征各异。北方平原地区地形起伏度较低，一定区域内气候、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

相对稳定，传统小农经济下村庄空间布局大多呈现出分散小规模特征。南方地区多山

地、多丘陵，地形起伏度较大，区域资源环境条件的局部变化导致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

异，村庄往往在环境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带呈现出规模聚集。西北内陆地区自然资源条件

恶劣，村庄区位选择的资源依附性决定了该地区村庄分布较为分散。东部沿海地区由于

气候条件适宜、土壤肥沃，水资源相对丰富，加之交通基础设施布局的牵引极大地促进

了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村庄集聚分布特征明显。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独特的地形条件

造就了其温暖湿润的气候和肥沃的高产土壤，为村庄形成和聚集分布提供了良好的人居

环境，这片区域上也形成了川渝黔交接片区和川秦交接片区两个高密度村庄聚集区。长

江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开阔，河网密布，水流平缓，适宜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农作

物种植，较高的土地生产力水平使得该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长江中下游

地区聚集着大量的乡村聚落，鄂豫皖交接片区和长株潭片区两个村庄高度区域也由此形

成。相反，青藏高原区和北方干旱半干旱区等地由于人居环境较差，区域水热条件也不

能满足多数大规模农作物的种植要求，村庄分布较为分散。

图8 不同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统计
Fig. 8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villages under different population dens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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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本文系统阐述了村庄演化的生命周期规律，通过集成地理环境和人文经济多源数
据，综合运用缓冲区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Ripley's K函数等模型方法，
定量刻画了中国村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集聚特征，深入解析了影响村庄空间分布的自然
条件与经济社会因素。

（1）村庄是乡村地域系统“城—镇—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庄系统是乡村地
域内核系统的核心。村庄系统演进受乡村地域内核系统推力和外援系统拉力的共同驱
动。村庄系统的演化会经历一个形成、发展、稳定、衰退、振兴或衰亡的“生命周期”
过程。乡村振兴是对村庄衰退过程进行调控和干预的主要人文过程，其目的是通过政
策、技术、市场和资金等要素的干预或投入，促进衰退村庄系统的转型发展和乡村地域
系统的全面振兴。

（2）中国村庄平均密度为 0.35 个/km2，不同自然地理分区下村庄空间分布特征明
显。中国村庄分布呈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南聚北散、东集西散”的特征；以长江
中下游地区分布最广泛且聚集程度最高。全国村庄分布存在鄂豫皖交接片区、长株潭片
区、川渝黔交接片区和川秦交接片区4个明显的聚集区，且“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村
庄分布密度显著高于西北部地区。

（3）不同省份和空间观测尺度下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各异。全国省、县、乡镇尺度上
村庄核密度值的Moran's I分别为0.58、0.86、0.91，集聚特征明显，且随着行政区划尺度
的降低，村庄聚集特征更加明显。在省域范围内，不同空间观测尺度下多数村庄呈集聚
分布特征，村庄分布 L(d)值曲线呈现倒 U 型空间分布形态。北京、云南、吉林、黑龙
江、安徽、贵州等地L(d)值曲线出现峰值较晚，表明在较大的空间观测尺度范围内村庄
依然保持较高的聚集程度；天津、广东、福建、新疆、陕西、西藏等省份村庄L(d)函数
峰值出现相对较早。

（4）中国村庄空间布局是地形、气候、土壤、植被、水文、交通、人口和经济发展
等多重地理要素协同作用、长期影响的结果。村庄数量与密度随坡度增加而逐渐减少或
降低，在坡度6°~8°时达到最大值；在海拔0~200 m区域内村庄数量百分比和村庄密度均
显著高于其他区域；湿润地区村庄密度普遍高于0.60个/km2；区域年均温在15~19℃时村
庄数量最多、密度最大，集聚程度最高；在栽培植被和人为土环境条件下村庄密度相对
较高；各级水系周边村庄密度表现为：三级水系>二级水系>一级水系，村庄聚集程度随
距河流主干道的距离增加而逐渐降低，在河流主干道 200~300 m范围内聚集程度最高；
不同类型道路周围村庄密度表现为：高速路>铁路>国道；多数村庄所在地区的人口密度
低于0.1千人/km2，这一区域村庄分布最为分散；当地均GDP低于0.5亿元/km²时，村庄
密度远低于其他地区。

村庄的形成、分布、规模和发展受到自然条件、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受数据可获
得性限制，本文仅分析了中国村庄空间分布规律、集聚特征，以及不同地理分区的村庄
空间分布格局，更多的是侧重于影响村庄分布的地理环境要素的剖析，未能全面揭示中
国村庄系统的形成机制及其发展演化规律。由于难以获取官方最新的村庄点位数据，本
文仅刻画了历史时期中国村庄的空间分布特征，尚未系统探究中国村庄的时空演化规
律。在乡村空心化和村庄快速衰退或消亡背景下，亟需系统集成地理大数据、高分遥感
影像、地理国情调查、农业普查和人口普查等多源数据，进一步深化中国村庄时空演化
格局及其动力机制的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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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命运共同体[46-47]。新时期乡村转型与振兴是乡村自然、经
济、技术与政策要素交互融合，乡村内聚力与城市外援力交互作用的系统优化过程[48]。
村庄是乡村居民的主要集聚区和乡村地域系统的基本空间载体，在全面推进城乡融合与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村庄的形成、分布、发展与演化特征，对于揭
示乡村发展基本规律、深化乡村地理学理论认知、推进形成中国乡村科学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科学价值。面向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亟待系统开展中国衰落或衰退乡村成因诊
断、地理空间识别、地域类型划分和驱动机理解析，深入探究不同地域类型区衰退乡村
实现转型与振兴的动力机制，探明乡村振兴的地域模式与路径，为新时期地理学服务乡
村振兴国家战略提供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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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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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llage is the object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revitalization. It is of great scientific
value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d the multi- source data such as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ordinates of the village, geo-environment, traffic conditions and socio-economic level, and
comprehensively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Ripley's K-function to
describ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villages and identif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llag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evolution of villages
follows the life cycle laws of formation, development, stability, decline, and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e speed, intensity, direction, and outcome of village evolution vary across regions
over time. Further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villages in China is
0.353 per square kilometer. Overall, the number of villages in China is larger in the south than
in the north, and larger in the east than in the west, and characterized by agglomeration in the
southeast and dispersion in the northwest. Villages are most densely distribute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Huaihe River Basin. With Hu's line as the
boundary, the density of villages in the southeast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west. The
Moran indexes of the kernel density of villages on the scales of province, county and township
are 0.580, 0.861 and 0.910, respectively, showing obvious spatial aggreg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s in each province presents an inverted U-shaped pattern, and
the difference is obvious between provinces.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hinese village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ve coupling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location condition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villages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 slope of 6°-8°, an altitude of less than 200 m, rainfall of 1100-1200
mm, average annual temperature of 15-19 ℃, and anthropogenic soil and cultivated vegeta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s is clustered along roads and rivers. The density of villages in
the buffer zone of 100-300 m around roads and rivers is the largest, and gradually decreases as
the buffer distance increa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urgent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causes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rural recession, identify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types of declining villages, and
explore the feasible ways and regional mode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village; spatial distrib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rural regional system;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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